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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世界政治领导国的对外技术政策很大程度上源于应对大
国战略竞争的需要。当美国面临直接、迫切的大国战略竞争压力时，

更愿意通过放宽技术进口和出口限制来争取合作者、应对竞争者，即
“利用强者打败更强者”。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美国对华技术政策
经历了从逐步放松再到加强限制这一过程。苏联的安全竞争压力迫使
美国在加强对苏技术出口限制的同时，放宽对华技术出口限制。日本
的经济竞争压力促使美国在加强对日技术进口限制的同时，放宽对华
技术进口限制。应对直接、迫切的大国战略竞争压力，会促使世界政
治的领导国更重视当期利益，同时也为潜在竞争者的成长提供机会。

而当苏联和日本对美国构成的大国战略竞争压力逐渐褪去时，美国对
华技术政策再度面临调整压力，以致于今为甚，通过发起对华贸易战，

打压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全面收紧了对华高技术进出口限制。美国的
技术竞争将是今后很长时间中国技术进步难以绕过的阻碍。

关键词　大国战略竞争 中美关系 技术竞争 安全竞争 经济竞
争 技术进出口限制 中美贸易摩擦

当前中美战略竞争已成常态，中美贸易摩擦方兴未艾。中兴通讯遭遇制裁
拉开了中美两国技术竞争的序幕，技术战场硝烟弥漫。以往惯常认为经贸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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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美关系行稳致远的压舱石，技术交流与合作也是中美经贸关系重要的一环，

那么，为何当前经贸合作的压舱石不仅对稳定中美两国关系作用乏力，反而致
使中美竞争不断升级？以打压华为、中兴为标志，美国对华技术进出口限制步
步紧逼，其根本原因何在？如何从历史和理论角度理解和剖析这一问题？本文
拟从国际政治经济学关于大国竞争的内在机理出发，通过梳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
以来美国对华技术政策的调整历程，揭示美国对华技术合作和竞争的国际政治
逻辑。

技术具有二重性，技术进步既可以服务于国家经济发展，也可以巩固国家
安全地位。因此，对外技术政策成为大国竞争的重要内容。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
以来，美国对华技术政策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和８０年代是第
一阶段。在这一时期，美国逐步放宽了对华技术进出口限制，因此，该时期是
“双放松”时期。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美国对华技术政策进入第二阶段，在这一时
期，美国对华技术政策出现短暂、小幅波动。尽管如此，美国大体延续了此前
的 “双放松”政策，对华技术进出口限制并没有随着冷战结束而收紧。到了２１
世纪，美国对华技术政策进入第三阶段。尤其是唐纳德·特朗普当选总统以后，

美国对华技术政策出现大幅调整。此时，美国政府不仅加强了对华技术出口限
制，还加强了对华技术进口限制，呈现 “双收紧”趋势。如表－１所示，在不同
历史时段，美国对华技术进口与出口限制呈现较大差异，从 “双放松”逐步走
向 “双收紧”。那么，为何美国对华技术政策会呈现出这一变迁？

表－１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美国对华技术政策的演变

美国对华技术政策

时段
技术出口限制 技术进口限制 总体状况

７０年代—８０年代 降低 降低 “双放松”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低 （９０年代初期例
外）

低
小幅波 动，总 体
稳定

进入２１世纪以后
提高 （２１世纪第一
个十年）

提高 （２１世纪第二
个十年）

逐步走向 “双收
紧”

美国对华技术政策的演变是理解大国战略竞争的重要维度，对此展开案例
内研究，进行过程追踪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ｒａｃｉｎｇ）和一致性分析 （ｃｏｎｇｒｕｅ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有助于我们理解不同时段美国对华技术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同时，这一研究
也有助于我们明晰一个根本问题，即如何理解当下美国对华技术打压和竞争
态势。

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展示大国战略竞争如何影响对外技术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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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直接、迫切的战略竞争压力会促使世界政治中的领导

国调整对外技术政策，以 “利用强者打败更强者”。第二和第三部分将分别展示

苏联、日本对美国构成的战略竞争压力以及美国如何调整对华技术政策加以应

对。第四部分展示当苏联与日本竞争压力消失后美国如何再度调整对华技术政

策。第五部分是结论与讨论。

一、大国竞争如何影响领导国对外技术政策

技术进口限制与出口限制是大国对外技术政策的主要内容，国际制度、经

济利益、国内政治以及精英理念等对不同时期美国对华技术政策调整有不同的

解释力。国际制度有助于降低大国间技术合作的交易成本、提供技术合作的信

息、确保技术合作的可信承诺。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上述三个时期美国对华

技术政策的调整均是在国际制度相对稳定的背景下做出的，因此，国际制度对

这一问题的解释力较弱。从经济利益出发可以为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美技术合作

提供较有力的解释，但它却难以为其他两个时期的美国政策变迁提供有效解释。

在吉米·卡特执政时期，中美贸易额只有４８亿美元。因此，有研究者指出，在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美国放松对华技术限制主要源于安全考虑，几乎不涉及经济层

面。① 而在当前，美国实施对华技术进出口限制严重损害了其经济利益。波士顿

咨询公司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实施对华技术禁运将撼动美国半导体产业在世

界经济中的领导地位，致使美国产品的世界市场占有率降低１８％、收入减少

３７％。② 因此，仅将目光放在经济利益上难以理解美国对华技术政策的多次变

迁。同样，从国内政治出发解释这一变化也存在类似问题。在理查德·尼克松

访华后的一段时间，美国国内利益集团为中美关系改善设置重重障碍，因为当

时不少美国企业和中国台湾有着更密切的经济联系。出于应对苏联战略竞争的

需要，美国政府一次次地克服国内利益集团的阻碍。而在当前，美国农场主、

工商业、金融业集团从中美经济联系中获益颇丰，他们结成了强大的 “院外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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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集团”，① 但是，这一集团却难以撼动美国政府调整政策的企图。同样，认为

精英理念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学者也会面临一系列挑战，他们难以解释一些重大

例外。例如，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卡特总统致力于推动 “人权”、“民主”外交，

但是，在制定对华政策的过程中，卡特灵活调整外交政策，避开此类议题，② 精

英理念让位于大国战略竞争。

现实主义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也存在分歧。“制衡”是肯尼思·沃尔兹系

列研究的关键词，其核心在于以弱制强。如果按 “制衡”的逻辑，冷战结束后，

欧洲与中国应该联合起来制衡美国的优势地位。③ 尽管在航天以及卫星通讯等少

数技术领域，中欧可以通过合作应对美国的技术优势，④ 但是 “制衡”逻辑却难

以解释美国何以能通过技术政策调整来赢得合作伙伴，“遏制”或 “打压”实力

不如自身的大国，即 “最强者”联合 “较强者”来打压 “次强者”。进攻性现实

主义的代表人物约翰·米尔斯海默一直呼吁美国政府应将主要精力放在对付崛

起的中国。他断言，在苏联解体以后中美注定会是战略竞争对手。⑤ 在美国遭遇
“９·１１”恐怖袭击后，米尔斯海默仍坚持认为恐怖主义并非美国的心腹大患，

政府应该将主要矛头对准中国。⑥ 但是，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美国政府的对华技

术政策调整并没能如其所愿，其时美国仍需要依赖中国经济圈来化解日本构成

的经济竞争压力。权力转移理论关注世界政治的领导国常常遭遇崛起国家构成

的战略竞争压力，但是，该理论聚焦于世界政治中的领导国与挑战国。⑦ 事实

上，当新兴大国迅速崛起对领导国构成战略竞争压力时，参与大国竞争的往往

不限于两个大国，常常有多个国家直接或间接、主动或被动地置身其中。为了

维护自身的领导地位，领导国常常需要争取合作伙伴来共同应付直接、迫切的

战略竞争压力。国内有研究者称当前美国的战略调整为 “规锁”，即锁定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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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空间和技术水平，把中国的发展控制在无力挑战美国主导权的范围内。① 而

要成功实现 “规锁”，领导国往往需要与其他大国协调合作。乔纳森·科什纳指

出，现实主义政治经济学基于三大要素：第一，国际政治经济的基本行为体是

国家；第二，国家参与国际政治经济活动的主要目标是为国家利益服务，尤其

是保障国家安全；第三，国际政治经济运行的环境是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②

要理解领导国在面临战略竞争压力时的对外技术政策调整，也可以从三个方面

来审视。

首先，领导国重点争取的战略伙伴是大国。对大部分现实主义政治经济学

者而言，世界政治的领导国往往对与其他大国展开技术合作持警惕态度。这是

因为，如果合作伙伴是大国队伍中的一员，伴随其技术实力增长，以往的伙伴

就很可能对其构成安全竞争与经济竞争压力，因此在通常情况下理性的大国应

加强对其他大国的技术限制。

换句话说，掌握技术优势的大国应更愿意和实力较弱的中小国家展开合作。

乔纳森·塔克对欧洲的研究发现，当两国的实力差距较大、两国的竞争关系较

弱时，双方均有较强的意愿进行技术合作。而当两国的实力差距逐渐缩小，双

方竞争关系增强时，两国的合作意愿就降低了。③ 鉴于大国之间更容易构成安全

竞争与经济竞争，掌握技术优势的大国往往倾向于防止技术流向竞争者。不过

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国际结构并不同于微观经济学中的完全竞争结构，而类似

于寡头结构，各个寡头是价格制定者，而不仅仅是价格接受者。④ 因而，在大国

战略竞争加剧时，获得其他寡头 （大国）的支持就变得非常重要。一个强大的

合作伙伴有助于领导国应对战略竞争压力，维系自身霸权。此时，领导国倾向

于选择大国队伍中的一员来共同应对战略竞争压力，即 “联合强者来打败更强

者”。

其次，领导国调整技术政策的目标主要指向当期国家利益。当期国家利益

与未来国家利益之间会存在差异。大量实验经济学关注 “理性人”的 “现时偏

８９

①

②

③

④

张宇燕、冯维江：《从 “接触”到 “规锁”：美国对华战略意图及中美博弈的四种前景》，《清华金
融评论》，２０１８年第７期，第２４—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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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ｐｒｅｓｅｎｔ　ｂｉａｓ），即为满足当期利益，个人往往做出损害长期利益的选择。①

不仅个体如此，“理性”的国家也会因为竞争压力而存在现时偏好。当经济竞争

压力足够强的时候，领导国在世界政治中的主导权会受到挑战，此时，领导国

更重视当期利益而忽略长远利益与声誉，用 “短视”的政策调整如货币贬值等

手段来削弱竞争对手。② 在面对直接、迫切的大国战略竞争压力时，维系自身霸

权的需要会促使领导国向其他大国转让技术，以争取合作者、对抗竞争者。这

是为当期国家利益服务，却无意中促成技术向现在的合作者、也是未来的竞争

者转移。通过 “联合未来的竞争者以应对当前的竞争者”，其促成了 “未来的竞

争者”的成长，进而影响未来的国家利益。

再次，领导国调整技术政策的背景是面临直接、迫切的战略竞争压力。已

有研究向我们展示，外部压力往往有助于内部团结。当一个群体面临战争、自

然灾害等压力时，即便是 “自利”的个体也愿意合作以应对压力。外部压力越

大，群体内的合作意愿也就越强。③ 外部压力与威胁感知促成精英内部形成强大

的凝聚力，塑造了日本、韩国等 “发展型政府”。④ 外部压力不仅会促成群体内

的团结，还会加强群体间与国家间的团结。塞巴斯蒂安·罗萨托的研究表明，

欧共体的起源是出于应对安全压力的需要。在冷战高峰期，法国和联邦德国需

要制衡苏联带来的威胁。两个欧洲大国基于安全压力，通过合作推动了欧共体

的形成。⑤ 约瑟夫·帕兰特的研究则显示，在面临严峻外部压力的情况下，独立

的国家之间会让渡自主权，结成联邦。⑥ 米尔斯海默指出，大国有时愿意帮助重

要盟友获得经济优势，因为它可以通过这样做来威慑或者打击一个更强大的竞

争对手。⑦ 换言之，为了维护世界领导权，世界政治中的领导国需要寻找合作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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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来应对紧迫的、直接的压力与威胁。在此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为何领导国

要找寻其他大国合作，为何领导国同意向未来的竞争者转让技术。领导国需要

争取合作者来应对战略竞争压力，这既包括安全竞争，也包括经济竞争。

当领导国面临竞争者的安全竞争时，它往往会加强技术出口限制。一个新

兴大国的技术进步会改变战争中的攻守平衡，① 技术进步也会扩展新兴大国的权

力投射。尽管有研究者指出，当前技术日益复杂，新兴大国靠模仿更难以实现

技术赶超，② 但是，历史上大国成功的技术赶超往往大都是从 “模仿”到创新。③

因此，当领导国面临竞争者对其构成的安全竞争压力时，其常见做法是加强对

竞争者的技术出口限制，避免其通过模仿提升技术水平，不仅要防止先进的军

事技术，还要防止先进的民用技术流向竞争对手。因为，财富和权力二者相互

支撑。④ 技术进步带来的财富增长在安全上具有外部性，可以支撑国家权力。即

便是竞争对手在民用技术领域取得优势地位，也会帮助其将更多的经济资源释

放到军事领域。⑤ 因此，面临外部军事压力时，加强对竞争者的技术出口限制往

往是世界政治领导国的理性选择。

当领导国面临竞争者的经济竞争时，除了技术出口限制，还会相应加强技

术进口限制。一个国家要取得技术优势，往往离不开庞大的市场体量。技术产

品实现规模经济、降低生产成本有赖于庞大的市场。如果领导国允许竞争者的

高技术产品进入自身市场，技术贸易不仅给竞争者带来专业化的好处，还使竞

争者得以通过技术贸易实现规模经济。马克·泰勒指出，“我们可以随便问美国

的一个州，比如密歇根州。如果没有其他４９个州组成一个庞大的贸易区，如果

不能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并可以跟世界其他地区开展贸易活动，它是否还能像

今天这样享有先进的技术。”⑥ 凭借自身经济体量的优势，领导国通过实施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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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限制，限制竞争对手的高技术产品进入本国市场。此举不仅缓解了领导国

高技术产业承受的国际压力，还限制了竞争对手通过出口获得资金、积累经验、

积累制造能力、实现规模经济。

一般而言，领导国往往会双管齐下，同时采用技术出口限制与技术进口限

制，但是，面临不同类型的战略竞争压力，领导国对外技术政策的重点会有所

不同。在面临军事竞争时，它更多倚重技术出口限制。而在面临经济竞争时，

则更多选择技术进口限制。在限制竞争者的同时，它往往会加大对合作伙伴的

技术支持，以增强盟友实力，巩固伙伴关系，共同应对竞争者挑战。因此，在

强化对竞争者的技术进出口限制的同时，领导国会相应放松对合作伙伴的技术

进出口限制。也就是说，领导国对竞争者与合作者的技术政策调整往往是 “一

枚硬币的两面”，对竞争者收紧与对合作者放松往往是同时进行的。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美国对华技术政策的调整和上述逻辑是吻合的。如表－２
所示，从７０年代开始，美国面临苏联迫切的安全竞争压力。此时，美国在加强

对苏联技术出口控制的同时，积极寻找合作伙伴来缓解安全竞争压力。美国政

府相应放松了对华技术进出口限制。到了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日本的技术

发展和产业成长，美国日益感受到来自日本的经济竞争压力。在逐步封闭对日

市场、强化对日技术进口限制的同时，美国也加强了对其他合作伙伴的技术合

作。尤其是在苏联解体以后，尽管对华技术政策有短期波动，但美国政府总体

延续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对华 “双放松”的技术政策。在这两个时期，美国加强

对华技术合作，一个重要的起源就是应对苏联安全竞争压力以及日本经济竞争

压力。随着苏联与日本带来的战略竞争压力消失，美国政府对华技术政策再度

面临转变。

表－２　战略竞争压力与领导国对外技术政策选择

政策对象

竞争类型
对竞争者 对合作者

安全竞争 加大技术出口限制 （苏联）

经济竞争 加大技术进口限制 （日本）

放松技术进出口限制，促进
技术合作 （中国）

二、对苏安全竞争与中美技术合作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随着苏联在第三世界势力的扩张，美国又陷入越南战争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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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潭，来自苏联的安全竞争日益变得直接、迫切。为了有效遏制苏联，美国开

始向中国靠拢。及至７０年代初，对于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及其对外政策操

盘手亨利·基辛格而言，有效遏制苏联成为摆在眼前的迫切任务。除了希望在

中国的帮助下结束越南战争，尼克松和基辛格还希望把中国作为对抗苏联的杠

杆。① 其时，美国对苏联实施技术出口与进口限制是同时进行的，实施技术出口

限制则是美国对苏技术政策的重点。然而，美国对外技术政策是互补的两面。

加强对苏联的技术出口限制以遏制竞争者，意味着放松对中国的技术出口限制

以赢得合作者。

美国通过巴黎统筹委员会进一步强化了对苏联的技术出口限制。巴黎统筹

委员会是由美国发起并由西方主要大国协同运作的国际组织，主要负责实施对

苏东集团的战略物资及技术禁运。对苏技术出口限制被美国决策层视为损害苏

联经济的武器。② 被禁运物资有一系列清单，不仅包括军事设备及技术，还涉及

能间接促进苏联军事潜力的一系列商品与技术。③ 通过对苏实施技术出口限制，

削弱苏联国家实力，维护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领导权。在这一禁运组织没有重

大变迁的情况下，以制度为中心的视角难以解释随后巴黎统筹委员会对中苏两

国实施完全相反的禁运政策，即跟随美国需要调整技术限制政策。

迈克·马斯坦杜诺指出，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美国对苏联的技术出口限制

比７０年代时更为严厉，④ 包括电子技术、计算机、微电子以及软件等技术领域，

美国政府强调其技术要保持领先苏联最前沿技术一代到两代。⑤ 同时，为了赢得

中国，美国逐步放松了对华技术出口限制。

在１９７２年２月尼克松访华前夕，美国政府宣布放宽对华技术出口限制。对

华出口清单上新增商品包括机车、建筑设备、内燃机和辗轧机等。海外运营的

美国公司在对华出口战略物资时，只要得到所在国的许可证即可，无需再向美

国政府申请特别许可证，对华出口外国技术也无需得到美国财政部许可。⑥１９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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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基辛格向周恩来表示，如果苏联对中国发起攻击，美国政府可以为中国提

供一系列帮助，如供应技术设备。在一定伪装下，帮助改进北京及其导弹基地

的通讯技术。此外，美国还可以向中国提供部分雷达设备。① 当时，中国需要购

买罗尔斯—罗伊斯飞机引擎等技术产品，但是美国国内法却禁止出售此类技术，

为解决这一难题，美国政府安排其盟友英国出售此类技术产品给中国。② 伴随中

美关系解冻，中美贸易迅速增长。１９７０年，中美贸易额只有５００万美元，到了

１９７３年，增加到８．８亿美元，在两年时间里，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③

从尼克松访华到中美正式建交，尤其是在１９７３年到１９７６年间，两国关系的发

展并非一帆风顺，也经历了停滞与波折。④ 其中一项阻碍源于美国国内利益集团

和中国台湾有着更紧密的经济联系。因此，把重点放在美国的经济利益与国内

利益集团，难以解释美国对华技术政策的重大调整，但是，共同应对苏联安全

竞争这一重大的战略利益，让中美关系在停滞之后向前迈出重要一步。

１９７８年，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访问中国，他迫切希望团结中国以应对苏

联压力。布热津斯基向中国领导人指出，我们时代的特征是苏联崛起为全球大

国。苏联人在欧洲取得了政治优势，使中东问题激化，在南亚制造动乱，向印

度洋进行渗透，并包围了中国。布热津斯基问中方需要什么武器装备，中方随

即提供了一份清单。布热津斯基做出了回应，虽然美国现在还不能向中国出口

一些武器，但美国会将清单提供给欧洲盟友，且不反对欧洲盟友出售上述武器。

随行的美国国防部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还向中方提供了中苏边界的苏军布

防情报及军事设施照片。⑤１９７８年，邓小平多次通过布热津斯基敦促美国放松

对华技术出口限制。邓小平提到中国期望进口三项高技术产品，美国的超级计

算机、装有美国配件的日本高速计算机和扫描设备。⑥ 同年７月，卡特总统的科

学顾问弗兰克·普莱斯率美国科学代表团访问中国，随行成员大都是美国科技

界的领军人物，中美科学交流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⑦ 代表团也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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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了美国将多种受到限制的技术转让给中国的意愿，包括陆空红外线扫描

设备。①

迫于苏联竞争压力，美国逐步放松了对华技术出口限制，这一转变开始影

响中国对外经济政策。在 “文革”结束后，中国开始了一场 “洋跃进”。中国领

导人希望通过大规模购买西方技术，提升中国技术水平。② 在１９７８年五届人大

第一次会议上，中国领导人还提出十年发展规划，包括建设百余个大型工业项

目。③ 此时，中国已签署的对外合同金额高达７０亿美元，预计总金额高达约４００
亿美元。④ 从西方大规模引进技术的尝试，带来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财政赤字，

１９７７年中国的财政赤字为１２亿美元，而到１９７９年则高达４５亿美元。⑤

中美建交进一步推动美国放松对华技术出口限制。在１９７９年邓小平访美期

间，卡特总统指出，从东南亚到印度洋再到非洲许多地区的形势不稳，苏联军

事力量在迅速增长，这些都是国际形势中的不利因素。因而，需要加强中美合

作，在一些麻烦地区协调行动。⑥ 在此背景下，邓小平强调中国有很多商品可供

出口，用来交换美国技术。他要的不是１９７０年的技术，而是最先进、最尖端的

技术。⑦ 邓小平和卡特签订了中美科技合作协定，两国在能源、空间、工程等领

域展开合作。为此，两国成立了科技合作联合委员会，每年轮流举办会议，中

美技术合作开始制度化。值得关注的是，１９７９年７月，中美签署协议，给予对

方贸易最惠国待遇，这是卡特任内重要的对华政策调整，意味着美国更大规模

地对华开放市场。按照政治精英的理念，很难预测美国对华技术政策的重大调

整。卡特总统在任内积极推动 “人权外交”，但是随着中国这一合作伙伴的战略

价值日益提升，他在处理对华关系时更关照中方需要，搁置这一具有争议的外

交理念。

在中美技术合作的过程中，１９７９年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中美建交，更因

为苏联在这一年入侵阿富汗，苏联的扩张主义给美国带来更显著的安全竞争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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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美国更大规模放松了对华技术出口限制，其中不少涉及国防技术。① 苏联对

美国构成的安全竞争越紧迫，美国对华技术出口限制就越放松。１９８０年１月，

美国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访华，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美国防长首次到访。此

前卡特总统曾指示，中美的技术合作不涉及军事领域。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

在布朗出访前最后一刻，中美合作被定调为更全面的战略合作。② 在离开北京

前，布朗向中方透露，卡特总统准备批准对华出售非致命军事设备。③ 美国国务

院解禁了近３０种技术设备，包括防空雷达、无线电通讯设备、对流层通讯设

备、运输直升飞机、卡车、电磁干扰设备等。④ 此时美国更急切地希望加固中美

合作以应对苏联压力，放松对华技术出口限制是实现其战略意图的重要手段。

１９８０年４月，美国商务部将对华出口控制从 “Ｙ类”（对华沙条约集团）放

宽到 “Ｐ类”，这是为中国专门设置的一个类别，并无实质意义。但美国政府通

过这一政策调整传递了一个明确信号，即在技术出口限制这一问题上，美国将

中苏区别对待。⑤７月，美国商务部又一次放宽了对华技术出口限制。９月，美

国国防部高级代表团访华，与中方共同探讨中国吸收美国先进军事技术的可能

性，这时已有４００项非杀伤性军事高技术获准向中国出口。⑥

在罗纳德·里根执政时期，美苏竞争趋于炽热，中美军事合作达到高点，⑦

中美技术合作也随之达到高点。在加强与传统盟友关系的同时，里根积极争取

中国，以实施强硬的对苏政策。在里根眼中，苏联是一个 “邪恶的帝国”，是美

国 “正与之交战的敌人”，对抗苏联成为里根政府对外政策的中心内容，⑧ 与中

国合作的战略价值显著提升。１９８１年，依据美国国防部的评估，中国在中蒙苏

３０００英里的边境部署了４７个师，苏联每年需为此花费２５％的国防预算即４００
亿美元予以应对。因此，美国需要维持、在可能的时候提升中国对抗苏联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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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价值，① 放松对华技术出口限制遂成为争取中国的重要政策工具。１９８１年６
月，里根就向中国转让技术做出指示，为支持一个安全、友好、现代化的中国，

美国将向中国转让设备和技术，其技术水平两倍于在入侵阿富汗之前苏联能从

美国获得的技术水平。当然，该政策执行比较困难，因为美国政府部门发现，

在对苏联几乎没有任何技术出口的情况下，“两倍水平”是没有实质意义的。②

１９８３年，美国政府决定进一步放宽对华出口控制。５月，里根决定在技术

出口清单中将中国列入与包括西欧诸国、日本、澳大利亚等一些友好国家相同

的 “Ｖ类”。国家安全委员会下设执行小组，负责对华技术出口。在新的指导方

针下，对华技术出口分为绿区、黄区和红区，当时中国所需技术有７５％属于绿

区，包括计算机、微电路、电子设备、半导体生产技术等。对华出口绿区的技

术，在美国商务部办理例行批准手续，就可以迅速审议通过。③ 不过，美国政府

仍对中国有所防范，在 “Ｖ类”名单里，中国是唯一受到更多限制的国家。美

国政府希望在放松对华技术出口限制的同时，又不危及美国及其盟友的安全。④

美国既需要团结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共同对付苏联，同时，仍担心拥有强大军

事力量和工业基础的中国的发展会构成未来的竞争。

１９８４年，中国国防部长张爱萍访问美国，与美国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

签署了两国军事技术合作协议，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两国签署的第一项军事技

术合作协议，中国可以用现金购买部分美国国防技术。协议中提到的主要合作

项目有：生产反坦克导弹以对付中苏边境的苏军坦克，生产大口径炮弹，改造

中国歼－８战斗机的电子系统。双方还签署了和平利用空间技术协议，这为后来

中国发射 “亚洲一号”通信卫星起到了启动和保障作用。⑤

因此，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上半期，美国极大放宽了对华技术出口限制。在美国

提交给巴黎统筹委员会的出口许可申请中，对华出口从１９８２年的５４％上升到

１９８５年的９５％，⑥ 其中不乏对华国防技术产品出口。１９８２年，对华国防高技术

产品出口获得５亿美元的销售许可，到了１９８５年，又上升到５０亿美元。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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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战略竞争与美国对华技术政策变迁

技术合作乃至延伸到支持中国改进歼－８战斗机，使用中国火箭发射美国卫星。

美国的格拉曼公司主要承担改进中国歼－８战斗机这一项目，美方向中方提供的

技术包括机载雷达、导航设备、电脑系统等。①

可见，美国既需要争取中国来应对苏联的安全竞争，又担心强大的中国可

能带来安全挑战，② 二者权衡的结果是应对苏联安全竞争的需要占据上风。迫于

苏联战略竞争压力，美国通过放宽对华技术限制来赢得中国的合作，即 “联合

未来的竞争者以应对当前的竞争者”，这项政策从尼克松开始，经过卡特，在里

根执政时期达到顶峰。

三、对日经济竞争与中美技术合作

战后日本的经济成长对美国构成了巨大的经济竞争压力，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初，这一压力更是与日俱增。有学者揭示，从贸易赤字、出口占世界市场的份

额、生产率、利润率、工资水平、高技术产品占世界市场的份额等多项指标来

看，美国的高技术产业遭到来自日本的严重挑战。③ 此时日本对美国经济安全的

冲击是宽领域、大范围的，挑战也是直接的、迫切的。从１９７５年开始，在短短

的十八个月间，日本彩色电视接收器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从１５％迅速上升到

４０％。④１９７９年第二次石油危机后，日本汽车在美国的销量迅速飙升。１９８０年，

日本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生产国。⑤ 在８０年代早期，日本生产的小

型车每辆售价比美国车要低１５００美元到２０００美元，即便在日元升值后，每辆

车价格仍比美国车低几百美元。⑥８０年代，美国微电子产品占世界市场的份额

下跌到４０％。而在集成电路这样的高技术领域，日本占据的全球市场份额上升

７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Ｊａｍｅｓ　Ｍａｎｎ，Ａｂｏｕｔ　Ｆａｃｅ：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Ｃｕｒｉｏｕ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ｍ　Ｎｉｘｏｎ　ｔｏ
Ｃｌｉｎｔｏｎ，Ａｌｆｒｅｄ　ｋｎｏｐｆ，１９９９，ｐｐ．１４０－１４３．

Ｈｕｇｏ　Ｍｅｉｊｅｒ，Ｔｒａｄ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ｎｅｍｙ：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ＵＳ　Ｅｘｐｏｒ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ｐ．６１．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Ｃｏｈｅｎ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Ｚｙｓｍａｎ，“Ｃ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Ｃｏｍｐｅｔｅ？”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Ｖｏｌ．２９，Ｎｏ，２，１９８６，ｐ．５９．
Ｊｏｈｎ　Ｗａｌｓ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Ｕ．Ｓ．－Ｊａｐａｎ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ｏｌ．１９５，

Ｎｏ．４２８３，１９７７，ｐｐ．１１７５－１１７７．
托马斯·麦格劳：《现代资本主义：三次工业革命中的成功者》，赵文书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第４８０页。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Ｈａｒｔ，Ｒｉｖ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Ｊａｐａｎ，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２，ｐ．２５９．



外交评论　２０２０年 第３期

到７５％。① 美国技术领先地位的丧失还导致国内制造业衰退、失业率增加等一

系列问题，１９８５年是美国集成电路发展史上最黑暗的一年，英特尔裁员创下新

高，且亏损额超过了公司账面资产价值。②

让美国政府与企业界更为担忧的是，美国还依赖日本的技术供应。日本生

产商几乎垄断了消费电子产品和一系列组件技术的供应，包括显示器、精密机

械零件和半导体存储器等。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美国生产的民用电子产品几乎完

全依赖日本提供零部件，从调谐器、显像管、录音磁头，再到电器类的微型电

动机。③ 如此一来，美国企业的技术进步严重受制于日本，为摆脱对日本的依

赖，美国需要一个替代性的供应基础。

对日战略竞争的需要迫使美国调整对外技术政策。首先，美国政府通过实

施高技术进口限制，为日本产品进入美国市场设置障碍。对日设置技术进口限

制，旨在防止日本高技术企业获得资金、经验和技术能力。通过美日谈判，美

国政府让日本 “自愿”接受高技术产品对美出口限制，包括１９７７年日本彩电等

技术产品的自愿出口限制，１９８１年到１９９３年日本汽车自愿出口限制等。④ 与此

同时，美国还实施了一项重要的政策调整，迈克尔·布里称之为 “通过亚洲来

打败日本”（ｅｘｐｌｏｉｔｉｎｇ　Ａｓｉａ　ｔｏ　ｂｅａｔ　Ｊａｐａｎ）。⑤ 美国在亚洲建立了一个替代日本的

生产网络，将技术转移到亚洲其他国家，用新的供应基地替代日本的技术产品，

也即美国重新布局跨国生产网络，而中国则成长为美国亚洲生产网络最重要的

伙伴之一。

首先，依托亚洲布局全球分工。此前，美国大部分高技术产业的价值链分

布在国内，国内的生产商构成一个全产业链。为应对日本的经济竞争压力，美

国放弃了传统的 “全产业链”，将包括 “中国经济圈”在内的亚洲伙伴纳入全球

价值链，依托亚洲重组国际分工，大量美国高技术企业参与其中，包括微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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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尔、思科、甲骨文、网景、戴尔、高通等。在这个新的国际分工下，印度

班加罗尔的软件设计、新加坡的工艺工程、马来西亚的组件组装、中国沿海的

印刷电路板组装、韩国的半导体存储器、中国台湾的数字设计和最终组装，都

被融入美国主导下的全球价值链。① “中国经济圈”在此跨国生产网络中发挥了

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香港为这条价值链提供金融服务，中国台湾贡献数字产

品和工艺设计，东南亚专注于生产专业化的零部件，中国大陆则提供高技能且

廉价的劳动力，同时还提供了广阔的市场。② 概言之，美国依托亚洲建立了一个

跨国生产网络，重新布局全球分工以应对日本的经济竞争。

其次，依托亚洲转移制造能力。以前美国公司需要依靠自身的制造能力，

现在它们可以将制造部门外包给亚洲国家和地区。此前，如果一家公司要制造

芯片，就需要巨额投资，建立大规模的制造工厂，而今，美国将这些制造业外

包，从亚洲购买这些技术产品。如此一来，美国高技术企业就可以轻装上阵，

不用再为建立固定生产线承担融资、管理等高额成本。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

以来，美国大型电子企业如苹果、ＩＢＭ、惠普等纷纷放弃制造业务。③ 同时，美

国也将相应技术转移到亚洲。在这一时期，美国的外包是双赢的战略，美国公

司显著降低了成本，同时也给亚洲国家包括中国带来了重要的发展机遇。为了

应对日本直接、迫切的经济竞争压力，美国向潜在竞争者转让技术和制造业，

这让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获得了积累技术能力、升级制造能力的机会。

再次，依靠国内专注于高端技术研发。由于美国将制造能力转移到海外，

美国的公司变得更灵活了，企业得以重新配置生产要素，保持创新能力。尤其

在电子及信息通讯技术领域，美国的个人电脑、移动电话等公司将竞争优势集

中在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昂贵的研发上。有研究发现，从１９８５年到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早期，美国公司更集中地将资源用于开发新产品、创设新品牌、制定新标

准，④ 换句话，有亚洲承接制造能力，美国便可以更有效地将国内技术向高端

转移。

在这一时期，美国 “依托亚洲的生产网络” （Ａｓｉａｎ　ｂａｓ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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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地应对了来自日本的经济竞争。有三个方面尤其值得关注。第一，美国企

业降低了对日本技术产品的依赖。由于亚洲国家和地区开始生产相关技术产品，

这些国家逐步替代了日本生产商对零部件供应的垄断。第二，美国企业降低了

成本。由于亚洲国家的劳动力价格更低，制造成本更低，采购其中间技术产品

降低了美国企业的生产成本。第三，制造了日本的竞争对手。美国的做法促使

一些亚洲国家在存储芯片、消费电子产品和显示器等技术领域迅速崛起，构成

了对日本的直接竞争。①

从当时来看，美国应对日本经济竞争而采取的技术政策调整是比较有效的，

依托包括中国在内的跨国生产网络，美国的高技术产业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实现

复兴。② 到１９９４年，美国的硅片、半导体材料等高技术产业再度繁荣，重新占

据世界市场主导地位。美国的办公、通信和计算机生产商重新确立了技术领先

地位。相比之下，一度强大的日本竞争者则显得混乱无序、灰心沮丧，明显处

于技术上的守势。③１９８９年到１９９４年，日本计算机以及数据通讯产业对集成电

路的需求占世界总需求的比重，从４１％下降到２０％，而同一时期，美国需求占

世界需求总量的比重从３７％上升到４６％。④ 日本出口的消费电子产品从１９８５年

的３．８万亿日元下降到１９９２年的２．２万亿日元，同期彩电出口从１３４０万台下

降到４５０万台。⑤ 其结果，１９８０年到２０００年，衡量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

的全要素生产率，在日本的大部分行业都呈显著下降趋势，而美国则大幅度提

高。⑥ 美国成功地 “利用亚洲打败了日本”，中国经济圈对此贡献巨大，⑦ 而由于

需要联合 “中国经济圈”来应对日本经济竞争压力，美国做出了相应的技术政

策调整。

首先，美国允许技术出口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要团结亚洲应对日

本的经济竞争，美国就需要转让相应的制造技术。有研究者发现，美国企业转

移到亚洲的技术，其技术水平较高，提升了当地的技术能力，而日本转移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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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则相对较低。① 美国对亚洲各国的技术转移不断升级，从芯片组装到芯片测

试，从手工组装到自动化组装，从印刷电路板的简单组装到更复杂的子系统组

装，最后到工业电子品的最终组装，向亚洲转移技术是美国的 “求生之路”

（ｌｅｆｔ　ｆｏｒ　ｄｅａｄ）。② 有学者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技术更新迭代的研究也展示，１９８７
年底，上海 “先进技术”的合资企业中有４８％来自美国，相比之下，日本对先

进技术转移的贡献则比较低，这可能是日本忌惮中国在未来会成长为日本强有

力的竞争者。③ 换句话说，为了联合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美国更积极地转

移技术，促进了当地的技术升级，在十年时间里，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

马来西亚以及中国大陆的企业纷纷进入了芯片制造的高科技领域。

美国主导的跨国生产网络还间接促进了中国的技术升级。苏州建立的半导

体生产线离不开美国生产网络的重要成员韩国和新加坡的国际技术合作。在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中国的电子技术成长迅速。１９９７年，中国电子产品产值达４５０亿

美元，进出口总额则达到４８０亿美元。④

其次，美国允许亚洲生产的技术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由于需要用亚洲替代

日本，美国日益转向依靠亚洲供应商提供中间技术产品，一个共同的跨国技术

联盟逐步形成。美国国内的高技术产业大都反对提高对华关税，因为它们需要

进口来自亚洲的技术产品，高关税会相应提高美国高技术产业的生产成本。⑤ 因

此，从经济利益与国内利益集团出发，有助于理解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

此时美国企业需要中国提供廉价的中间技术产品，需要进入中国广大的市场，

而美国政府需要满足国内利益集团的诉求，因而放松对华技术进出口限制。

１９９４年初，美国商务部部长在公开场合一再强调，不带附加条件的对华最惠国

待遇有助于维护美国的经济安全，对华贸易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⑥ 美国政

治精英的理念也可以为此提供部分解释。持自由主义理念的美国精英希望通过

１１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ｏｒｒｕｓ，“Ｔｈｅ　Ｒｅｓｕ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ＵＳ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Ａｓｉａ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Ｗｉｎｔｅｌｉｓｍ”，ｐ．６７．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ｏｒｒｕｓ，“Ｌｅｆｔ　ｆｏｒ　Ｄｅａｄ：Ａｓｉａ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ｖａｌ　ｏｆ　ＵＳ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ｐ．１１．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Ｐｅａｒｓｏｎ，Ｊｏｉｎｔ　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Ｕｎｄｅｒ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１，ｐ．９５．
Ｊｏｈｎ　Ｍａｔｈｅｗｓ　ａｎｄ　Ｄｏｎｇ－Ｓｕｎｇ　Ｃｈｏ，Ｔｉｇｅ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Ｓｅｍｉ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ｐｐ．６２－６４．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ｏｒｒｕｓ　ａｎｄ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Ｃｏｈｅｎ，“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Ｔａｒｉｆ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ｓ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ｄ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ｓｉａｎ　Ｓｕｒｖｅｙ，Ｖｏｌ．３８，Ｎｏ．１１，１９９８，ｐ．１１０５．
Ｊａｍｅｓ　Ｍａｎｎ，Ａｂｏｕｔ　Ｆａｃｅ：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Ｃｕｒｉｏｕ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ｍ　Ｎｉｘｏｎ　ｔｏ

Ｃｌｉｎｔｏｎ，ｐ．２９４．



外交评论　２０２０年 第３期

接触中国，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经济秩序。① 经济利益、国内利益集团以及精

英理念和大国战略竞争，都可以解释为何美国在这一时期放松对包括中国在内

的亚洲国家的技术进口限制。在限制日本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的同时，美国购

买了大量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生产的高技术产品。中国对美贸易份额占

出口总额的比重不断攀升，１９８０年为９％，１９８４年为１８．９％，到１９９４年则达

到２３．７％。② 对此，以制度为中心的视角则解释力不足。研究者发现，美国在

亚洲的跨国生产网络尽管比较有效，但是制度化水平比较低，乃至几乎没有正

式的政府间协议与制度支撑，③ 战略竞争的需要使缺乏制度支撑的跨国技术合作

同样有效。

不过，中美这一技术合作不是没有隐忧的，当时就有研究者意识到，像中

国这样拥有庞大经济体量和技术能力的国家，不会长期让美国主导国际分工，

中国最终会走向自己主导的发展模式，提升自身的技术水平。④ 中国拥有人才储

备、市场潜力、技术能力，未来中华经济圈很可能构成对美国的竞争。⑤ 他们看

到，当中国走向世界技术前沿，中美日之间的市场竞争会上升到一个新阶段。⑥

但是，尽管有此顾虑，为了缓解日本对美国直接、迫切的经济竞争，美国选择

联合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以应对日本挑战，因此，在苏联解体以后，米尔

斯海默等学者期望美国政府立刻调整政策来应对中国战略竞争的局面并没有出

现。由于需要中国作为技术合作伙伴来应对眼前、迫切的战略竞争压力，美国

政府对华技术政策总体延续了前期的稳定性和开放性。

四、２１世纪美国对华技术政策调整

到了２１世纪，美国对华技术政策开始出现调整的端倪，苏联解体以及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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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战略竞争与美国对华技术政策变迁

经济陷入低迷，大大缓解了美国面临的战略竞争压力。随着此前的安全竞争与

经济竞争消失，美国的对外技术政策开始出现调整的动向，在乔治·沃克·布

什担任总统后，美国开始逐步实施对华技术出口限制。

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已通过的技术转让计划被美国政府否决。２００１年上半

年，中芯国际 （ＳＭＩＣ）准备投资１５亿美元在上海建立一个芯片厂，然而，随

着小布什政府上台，中芯国际从美国应用材料公司申请的两项电子光束系统技

术遭到出口阻挠，最终，公司不得不放弃引进这两项技术。不少美国大公司纷

纷抱怨美国政府加强对华技术出口限制，较之以往措施更加严厉，审批时间显

著延长。商界想获得技术出口证书更要费尽周折。２００１年，平均每项技术出口

证书的申请时间约为７７天，比２０００年要多半个月，有时获得一项技术出口证

书的申请耗时长达三个月甚至一年。①２００６年７月，美国政府公布了一份对华

出口管制草案，进一步扩大了对华出口管制范围，新增４７项出口限制，审批程

序更加复杂。②２００４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高技术产品达到４６０亿美元，而出

口到中国的高科技产品仅为９０亿美元，不足进口的五分之一，其逆差几乎占当

时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三分之一。③

“９·１１”恐怖袭击后，美国政府将对外政策重心转向海外反恐行动。尽管

米尔斯海默等学者认为恐怖主义并非美国的心腹大患，而应该将主要矛头指向

中国，④ 但是，恐怖主义给美国带来了短期、更直接的安全压力。此时，美国对

华技术出口限制没有全面、显著升级，很大程度即源于应对这一迫切安全压力

的需要，类似的安全压力还包括乌克兰危机。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恐怖主义

对美国的挑战显著弱于苏联的安全竞争与日本的经济竞争，当海外反恐取得阶

段性胜利后，美国就可以更专注地应对崛起大国对其构成的安全与经济竞争压

力。中国的快速发展既让美国感受到经济竞争压力，也让美国感受到安全竞争

压力。

美国政府与公众日益感受到中国的经济成长及其对美国构成的战略竞争压

力。经济学家大卫·奥特尔等人研究了从１９９０年到２００７年的数据，他们指出，

在美国市场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显著增加，尤其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

中国对美出口给美国就业造成巨大压力，致使美国出现高失业率及工资下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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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① 美国企业界也日益感受到来自中国的经济竞争压力，例如，太阳能等新

能源是美国的新兴产业，在中国企业大规模进入该技术领域后，美国太阳能光

伏企业面临极大压力。一家名为索林卓 （Ｓｏｌｙｎｄｒａ）的太阳能企业的主要投资者

撤资，致使损失１１亿美元，上千个工作岗位流失，同时，美国政府也难以收回

５．３５亿美元的担保贷款。索林卓的投资者认为，来自中国企业的 “不公平竞

争”致使其陷入困境，遂对中国企业提起诉讼。从英特尔公司分离出来的另一

家太阳能光伏企业光谱瓦特 （Ｓｐｅｃｔｒａｗａｔｔ）也面临类似境遇。美国联邦和州政

府为其提供了３２００万美元的资助，但该企业最终破产，他们认为其中一个重要

因素即来自中国企业的竞争。② 因此，从经济利益与国内政治出发，可以为美国

当前对华技术政策的转变提供部分解释，但是，中美之间高度的经济联系，既

给部分美国企业带来了经济竞争，促成受损者要求转变对华政策，与此同时，

又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促使一些美国企业推动中美关系改善，因此，从经

济利益与国内政治角度难以预测美国政府加强对华技术进出口限制。

美国政府也日益关注中国崛起带来的安全竞争压力。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

爆发后，美国对华战略逐步调整。在巴拉克·奥巴马担任总统时期，美国在保

持对华接触的同时，开始 “重返亚太”，推出 “亚太再平衡”战略。在安全方

面，美国强化了与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新加坡、越南等亚太盟友或准盟

友的同盟与伙伴关系。在经济方面，美国积极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

试图塑造一个新的国际贸易伙伴圈。因此，更多出于战略竞争的需要，美国开

始重新塑造国际制度。然而，制度视角难以解释美国对华技术政策的转变，因

为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美摩擦反而显著增多，美国在世贸组织以外

的诸多制度调整，更多反映的是美国应对大国战略竞争的结果而非原因。

特朗普上任后，美国相应政策调整更为显著。２０１７年初，美国总统科技顾

问委员会指出，中国芯片业已对美国企业和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该委员会

建议阻止中国收购美国半导体技术和芯片企业，限制中国对美芯片投资、出口，

并积极扩大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合作以实施对华限制。③ 至此，美国对华技术政策

的调整不仅涉及出口限制，还包含进口限制。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份研究报告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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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美国决策层已达成新的跨党派共识，意识到了中国的威胁，并将采取积极

行动对抗中国。① 不过，美国精英态度的转变发生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以后，更

多是对战略竞争的反应。同时，这一报告在展示美国决策者理念变迁的同时，

忽视了美国政治与经济精英之间巨大的理念分歧。因此，精英理念也难以预测

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技术政策调整的方向。

２０１７年８月，特朗普总统授权美国贸易代表对中国的技术转移、知识产权、

技术创新等展开３０１条款调查。１２月，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首次将中国

确立为战略竞争对手 （ｒｉｖａｌ）和 “修正主义国家”，这是自１９８７年发布报告以

来，美国政府首次将中国视为主要威胁。２０１８年１月， 《美国国防战略报告》

将中国称为 “敌手” （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ｙ），紧接着，特朗普在其 《国情咨文》中将中国

视为 “挑战美国利益、经济和价值观的 ‘对手’”，指出美国对华竞争开始上升

到世界秩序之争。② 随着对中国战略竞争的担忧日益加剧，美国对华技术政策开

始呈现更大幅度的调整。

首先，美国政府加紧了对华技术出口限制。一个标志性事件发生在２０１８年

４月，美国商务部宣布，在未来七年内，禁止中国的中兴通讯向美国企业购买

敏感产品。８月，美国商务部又以国家安全为名，将４４家中国企业和研究机构

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１０月，美国对从事芯片和半导体生产的中国企业福建

晋华集成电路有限公司下达出口禁令，旨在切断美国企业与其技术往来。１１
月，美国商务部列出了１４个 “具有代表性的新兴技术”清单，试图强化技术出

口限制。２０１９年５月，美国商务部将华为及其６８家子公司列入实体清单，禁止

美国企业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向华为提供商品和服务。１０月，美国商务部又

将中国２０家政府机关以及８家高技术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１１月，美国

商务部发布了 《确保信息通信技术与服务供应链安全》的法规草案，加强对信

息通信技术领域的出口管制。２０２０年初，美国政府还就通用公司向中国供应大

型民用客机发动机展开辩论。因此，面对中国的竞争压力，美国对华技术出口

限制呈现日益收紧态势。

其次，在强化对华技术出口限制的同时，美国政府还加强了对华技术进口

限制。③ 限制竞争者技术产品获得广大市场，是阻止其实现规模经济、积累技术

经验的重要手段。２０１８年３月，美国政府宣布对来自中国、欧盟等地区的钢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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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铝制品加征关税。４月，美国政策调整有了显著变化，其限制开始指向中国

的高技术产品，宣布对来自中国的航空、航天、信息和通讯技术等高技术行业

的１３００余种商品加征２５％的关税。６月，美国政府再次升级对华高技术进口限

制，宣布对 《中国制造２０２５》中提到的高技术产品加征２５％关税。此次政策调

整实现了宽领域设限，价值高达５００亿美元，涵盖十个技术门类，涉及产品多

达１１０２种。７月，美国进一步对中国８１８个类别３４０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加征关

税。一个国家高技术产品的发展，往往需要海外市场以积累资金、经验和技术

能力，美国对华实施技术进口限制和当年美国对日本逐渐封闭市场的逻辑类似。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还试图说服盟友一道执行其对外技术政策，比如，美

国希望盟友与其一道拒绝华为的电信网络产品，此举主要目的在于抑制华为等

中国高技术企业在相关技术领域的领先优势。目前，世界主要国家对进口华为

技术产品已形成迥异的政策立场。有些国家表示跟随美国限制华为，有些国家

则指出不考虑对华为设限。① 美国调整对外技术政策，不仅需要靠自身的经济体

量限制竞争者，还需要积极争取重要合作者以实现其战略目标。美国绕开世界

贸易组织，积极和越南、印度等可能与中国存在战略竞争的国家签署新贸易协

定，这和此前美国打压苏联和日本的做法有类似之处。当美国面临直接、迫切

的战略竞争压力时，便需要联合强者以压制更强者。

五、结　　语

本文展示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美国对华技术政策的调整。作为世界政治

的领导国，当美国面临直接、迫切的大国战略竞争压力时，更愿意通过放宽技

术进口和出口限制来争取合作者，以应对竞争者的挑战。在面临苏联安全竞争

压力与日本经济竞争压力对其世界政治领导权构成的冲击时，中国都是美国重

要的合作伙伴。美国对华技术政策调整基于 “利用强者打败更强者”和 “利用

将来的竞争者打败当前的竞争者”的逻辑。因此，在这两个时期，美国政府总

体维持了对华开放的技术进口和出口政策，但当来自苏联和日本的竞争压力消

失时，美国对华技术政策就面临新的调整压力，尤其是在既有压力消失的同时

伴随中国经济与军事实力的快速成长，政策调整的动力就更为明显。如表－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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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运用 “一致性分析”，基于大国战略竞争的分析较其他替代性解释能更为自

洽、更一致地解释这三个时段美国对华技术政策的调整。

表－３　美国对华技术政策调整的一致性分析

视角

时段

预测对华技术进出口限制的调整：放松、不变、收紧抑或不明确

国际制度 经济利益 国内政治 精英理念 战略竞争 实际调整

２０世 纪 ７０—８０ 年
代 （对苏）

不变 不变 不变 不变 放松 放松

２０ 世 纪 ９０ 年 代
（对日）

不变 放松 放松 放松 放松 放松

２１世纪前２０年 不变 不明确 不明确 不明确 收紧 收紧

为应对眼前、紧迫的战略竞争压力，领导国的 “现时偏好”有助于潜在竞

争者的成长，为领导国将来的衰落埋下伏笔。一般而言，向一个大国转让技术

对领导国而言是 “短视”的，因为几乎每一个大国都有技术模仿能力。在国际

竞争压力下，相应的技术模仿能力最终能逐渐积累成强大的经济与军事实力。

但是，当世界政治的领导国面临眼前、紧迫的战略竞争压力时，寻求合作伙伴

的需要让其更重视短期收益，更愿意向合作者转让技术，也更愿意向合作者开

放市场。“意想不到的后果”就是，其在应对眼前、紧迫的竞争压力的同时，积

极帮助了未来的竞争者。技术史学者乔尔·莫基尔指出，技术进步存在 “卡德

韦尔定律”，一个大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技术领先优势总是难以长期维持，技术优

势总是在不同国家之间反复易手。① 如果国际安全竞争与经济竞争不断出现，那

么，为了应对眼前的战略竞争压力，世界政治的领导国通过技术政策调整争取

合作者、应对竞争者的举措，既维护了自身的当期收益，也为未来竞争者的成

长与自身的衰落铺平了道路。

显然，美国的技术进出口限制将是今后很长时间中国技术进步难以绕过的

阻碍。那么，中国该如何应对这一战略竞争压力？

首先，在战略竞争的背景下坚持自主创新。未来一个时期，中美竞争进一

步加剧的可能性显著提高，在这样的情势下，即便禁运今天不来、即便贸易摩

擦达成暂时和解，美国再次加紧对华技术进出口限制的概率也很高。今天实施

禁运的美国，历史上也曾遭遇禁运，而１８１２年第二次英美战争前后的禁运却是

美国现代经济的重要起点。在第二次英美战争期间，英国对美国实施禁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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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禁运带来了两点变化：其一，让美国人认识到保护自己技术与产业的重要性；

其二，英美战争及其禁运切断了美国进口廉价制成品的渠道，催生了美国制造

业的发展。由于中断了与中心国家的联系，美国的工业化起步了，新英格兰地

区的企业开始从原材料运输业转变为制成品加工业。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指出，

如果不是１８１２年英美战争实施的禁运限制了英国竞争，并保护了美国的幼稚产

业，毫无疑问，美国工业面对英国的竞争将完全崩溃。① 无独有偶，耶鲁大学社

会学家查尔斯·佩罗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认为１８１２年前后的禁运对美国有

着重要意义。如果没有１８１２年的战争与禁运，美洲大陆可能会沦落到跟印度一

样，陷入被英国殖民统治的境地。② 因此，无论此次中美贸易战能否避免、芯片

禁运能否暂时解决，崛起的中国都应该致力于成为世界科技强国。中国航空和

航天两大关键技术领域的成长轨迹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借鉴。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

期，中美在航天领域的合作遭遇重重阻碍，关键技术产品不能进口，迫使中国

航天工业通过自主创新实现了技术自主可控。与此同时，因为能从美欧进口技

术产品，致使这一时期中国航空领域的技术进步缓慢，且严重受制于西方。因

此，在战略竞争压力下保持自主创新、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是当前

有效参与大国战略竞争的重心。

其次，在自主创新的基础上开拓国内市场。自主创新需要一个自主、庞大

的市场来支撑。自主创新耗资多、风险高，庞大的市场容量才能为其提供充足

的回报，实现可持续发展。２０世纪末，开发一架新型大型商用飞机或者飞机引

擎需要耗费３０亿美元。③２１世纪初，研发一种新药的成本超过１８亿美元，且研

发周期长达３０年。④ 因此，如果外部技术市场萎缩，庞大的国内市场能为持续

技术进步提供强有力的替代和支撑。从技术史上看，美国庞大的国内市场具有

重要意义，依托大市场，美国企业可以建立更为复杂的技术专业化模式。同时，

依托国内大市场，自１９１４年到１９４５年，当国际经济交往受到严重干扰时，美

国能有效应对世界经济的波动。⑤ 历史上的苏联和日本都不具备相应的国内市场

规模，因而在美国实施技术进出口限制时才格外脆弱。庞大市场的核心在于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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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战略竞争与美国对华技术政策变迁

民的购买力，当前中国国内市场已逐步成长，２０１９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达６万亿美元，距美国的６．２万亿美元相差无几，① 中国有望成长为全球的 “最
后消费者”。庞大市场消费支撑中国技术扩大生产规模、获得可观收益、实现可
持续发展。因此，进一步改善分配、促进消费、为国内技术产品提供广阔市场，

是应对竞争压力、支撑自主创新的关键。

再次，在国内市场平台上寻找替代伙伴。借助国内超大市场容量的优势，

中国积极寻找技术进出口的替代伙伴。历史上，大国为了避开技术封锁、销售
技术产品，积极寻找替代市场。１８世纪英国在面临欧洲大陆的封锁与竞争时，

积极寻找北美、印度以及非洲作为其技术产品的替代市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为
避免依赖日本提供的中间技术产品，美国也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作为替
代市场。当中国面临外部压力尤其是美国压力时，有四个国家和地区曾是中国
重要的替代性技术来源，即俄罗斯、以色列、欧洲以及日本。既往的合作既涉
及军用技术，如从俄罗斯获得军用航空技术，又包括民用技术，如从欧洲尤其
是德国获得通讯、汽车、核电等技术。此外，还包括军民两用技术，如中欧在
航天领域的合作。不仅如此，依托国内市场，中国还通过国际产能合作为中国
技术产品开拓广阔的海外市场。中国的广阔市场为合作伙伴提供了重要的经济
激励，通过技术合作，实现互利共赢、释放互补优势、发挥协同效应。例如，

由于同样面临美国战略竞争压力，中俄技术合作稳步推进。通过联合研制生产
远程宽体客机，中俄已在跨国技术合作上取得重要进展。中国与巴西等国家在
卫星技术，与东盟国家在电子技术、农业技术，与非洲国家在农业、制造、电
力技术等领域，也展开了一系列合作。随着合作的深入，中国对外技术合作逐
渐走向制度化。通过积极推动 “一带一路”倡议、“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
系”，中国正在搭建多边技术合作机制，拓宽高技术产品的进出口市场。因此，

即便失去了旧世界，中国技术发展依然能够依托庞大国内市场，寻找替代伙伴，

开拓一个新世界。

最后，在替代伙伴的协作下布局全球科创。如果说积极寻找替代市场是防
守型应对策略，那么通过全球消费链、全球产业链与全球价值链布局全球科创，

则是更为积极的应对策略。中国技术成长不同于苏联。当年苏联学生几乎没有
在美国大学学习的，苏联科学家也罕有在西方实验室工作，但是，今天的中国
已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中国企业积极投资于有较强创新能力的国家，对外技
术投资成为中国自主创新战略的一部分。中国政府鼓励企业走出国门，实现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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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徐乾昂：《我国２０１９年消费规模公布，与美国差距缩小至２７００亿美元》，观察者网，２０２０年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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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合作、全球布局，并在近十年内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根据世界贸易组织２０１９
年全球价值链报告，在当前的全球价值链中，中国信息通讯技术的国际供应与

需求已成为和美国旗鼓相当、并驾齐驱的一个中心。① 华为的全球研发中心位于

班加罗尔、硅谷、达拉斯、斯德哥尔摩和莫斯科。同时，华为已将其通信业务

扩展到３９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依靠国内的价值链，中国正在积极改变全

球价值链，并逐渐具备提出自身技术标准的能力。例如，由于掌握技术标准的

国家施加影响，中国企业获取大型民用客机 “适航证”就面临取证时间延长等

问题，增加了取证难度。随着中国技术能力的增强及在全球价值链影响力的提

升，中国企业在全球高技术领域中制定技术标准的能力也相应增强。事实上，

中国民用航空的安全性保持世界领先纪录，采用中国标准就能保障国产大型民

用客机安全地飞向世界。和当年美国通过亚洲生产伙伴来设定技术标准的逻辑

类似，获得跨国技术伙伴的支持在大国战略竞争背景下尤其重要。中国、俄罗

斯以及巴西都在积极发展民用航空工业，因此，在航空领域，金砖国家之间的

科创合作不应局限于联合研制、联合生产，还可以拓展到设定 “金砖国家适航

标准”等方面。因此，面临大国战略竞争，中国需要积极争取彼此联系密切的

国家共同重新布局全球价值链，展开全球科创活动。

概言之，当苏联和日本的战略竞争压力退却后，中美技术合作蜜月期已然

过去，在未来的大国战略竞争中，技术竞争作用将更为凸显。保障关键技术自

主可控、发挥超大市场容量优势、寻找技术市场替代选择、布局全球科创战略

协同，是中国抵御国际经济波动、防范大国竞争干扰、保障核心技术安全，进

而引领未来技术革命的重要战略选择。

（责任编辑：吴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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